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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标：研究中国出口增长推动力的阶段性演进及地区分布差异。研究方
法：基于中国１９７８～２０１４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采用超越对数形式的随机前沿模型
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在经济转型期，市场化改革与对外开放的发展是中国出口增
长的首要推动力；在 “入世”准备期，中国出口增长由制度因素、物质要素投入协
同推动；在 “入世”增长期，物质要素投入成为中国出口增长的首要来源；在全球
引擎期，物质要素投入协同贸易潜力主导中国出口贸易的发展；地区间出口贸易差
距主要源于贸易潜力、资本与制度因素的三重差异。研究创新：对改革开放以来至

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以后中国出口增长推动力的阶段性演进进行系统研究。研究价值：
针对中国贸易可持续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提供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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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及文献述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口贸易快速发展。１９７８～２００８年中国货物出口额以年均２５％的
速度增长，对中国ＧＤＰ的贡献份额年均达到１７％，尤其是２０００年以来年均贡献份额更是
高达２７％。１９７８～２０１４年，中国出口增长的推动力在时间维度上是否发生阶段性演进，在
空间维度上是否存在地区分布差异？出口增长推动力出现阶段性演进及地区分布差异的原因

是什么？面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出口贸易如何应对挑战以保持平稳发展？

从供给侧考察中国出口增长推动力的文献广泛而且分散，相关文献主要考察以下三种类
型的推动力②。

１．物质要素作为中国出口增长的推动力
物质要素主要包括资本和劳动。Ｌｉｕ等 （２００１）发现１９８４～１９９８年中国进口增长促进

了ＦＤＩ的流入，而ＦＤＩ又促进了中国的出口增长。王博 （２００９）发现１９８３～２００６年ＦＤＩ不
仅促进了中国的出口扩张，而且提升和优化了出口结构。Ｚｈａｏ等 （２０１３）发现２０００～２００７
年ＦＤＩ与市场化改革通过扩展边际促进中国出口贸易的发展。方福前 （２００５）认为１９９８～
２００４年廉价的劳动力和资源是中国出口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张杰等 （２０１０）研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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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２００１～２００３年，资本禀赋是影响东部地区行业出口的重要因素，而劳动力禀赋是影响
中西部地区行业出口的重要因素。鲁晓东和连玉君 （２０１１）研究了１９９７～２００７年中国出口增
长的影响因素，发现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在中国出口增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二
者对省份之间的出口推动作用存在很大差异。龚静和尹忠明 （２０１６）发现１９９８～２０１３年，
实物资本、人力资本对中国各省份出口贸易规模具有正面促进作用。

２．非物质要素作为中国出口增长的推动力
非物质要素主要是制度安排。张杰等 （２００８）根据理论模型分析发现，社会信用体系缺

失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缺位的制度层面因素是导致中国本土企业出口扩张的重要内生激励因

素之一。张杰等 （２０１０）发现制度比较完善的省份，制度依赖型的行业具有较高的出口份
额，省际地区之间的制度差异是影响其出口差异的关键因素。邱斌等 （２０１４）发现１９９２～
２０１１年，要素禀赋在促进中国出口的过程中起到最基础的作用，但其作用的较好发挥必须
与制度因素相结合，制度因素与行业特征的协同效应是中国各行业整体出口的推动力。祖强
和刘海明 （２００９）认为１９８０～２００７年对外开放促进了中国加工贸易的发展，拓宽了中国改
革开放的广度和深度。Ｂｅｒｇｅｒ和 Ｍａｒｔｉｎ （２０１３）认为２０００～２００７年汇率制度与有效的产业
政策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发展非常重要。李强和魏巍 （２０１３）研究发现１９９７～２０１０年政府主
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促进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这也是导致中国区域对外贸易差异乃
至区域经济差距的重要因素。

３．贸易潜力和贸易效率作为中国出口增长的推动力

Ｗｕ （２００３ａ）发现１９９２～２００１年中国各省份的出口贸易平均达到了贸易潜力的７０％，
同时，沿海地区的出口表现优于中西部地区，而西部大开发的深入发展有利于提升西部地区
的贸易效率、更好地实现贸易潜力。施炳展和李坤望 （２００９）研究发现１９９２～２００３年间中
国贸易潜力呈递增态势，贸易效率呈递减态势，但是贸易潜力的上升远大于贸易效率的下
降，两者共同决定了中国出口贸易迅速增长的趋势，同时，二者的变动情况在地区间存在一
定的差异。鲁晓东和连玉君 （２０１１）、龚静和尹忠明 （２０１６）认为，中国出口效率不足，且
存在着明显的地区差异，因此具有较大的出口贸易潜力空间。在此类文献中，贸易潜力与贸
易效率的测算是难点问题。
贸易潜力与贸易效率的研究源于对生产潜力与生产效率的分析。在生产函数中，给定技

术与投入，经济体所能达到的最大产出就是生产潜力。生产效率则用于衡量由于无效率因素
的存在，实际产出与最大产出之间的差距，差距越大，生产效率越低。把随机前沿分析方法
与生产函数相结合，可以核算经济体的技术进步率、生产效率以及全要素生产率。随着Ｂａｔ－
ｔｅｓｅ和Ｃｏｅｌｌｉ（１９９５）面板数据前沿估计技术的成熟，这一方法在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

Ｗｕ（２０００）、吴延瑞 （２００８）、王志平 （２０１０）、匡远凤和彭代彦 （２０１２）、武鹏 （２０１３）等运用
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对中国生产效率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变动状况进行了研究。
贸易潜力与贸易效率的测算大致采用两种模型：引力模型和随机前沿模型。采用引力模

型测算贸易潜力的文献诸如但不限于 Ｎｉｌｓｓｏｎ （２０００）、盛斌和廖明中 （２００４）、张会清和唐
海燕 （２０１２）等的研究。在估计出一个具有较高解释力的引力模型的基础上计算理论上的出
口额，然后比较实际出口额与理论估算额，两者之间的差距即为出口潜力。这类文献没有考
虑贸易效率。
采用引力模型测算贸易潜力受到如下质疑。Ａｒｍｓｔｒｏｎｇ （２００７）认为，贸易潜力是在当

前环境下，可能达到的最小贸易摩擦或者最高贸易自由化程度下的最大可能贸易值，而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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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引力模型中的平均值。施炳展和李坤望 （２００９）认为，出口潜力和生产潜力是内涵一
致的经济范畴，按照生产潜力的逻辑，出口潜力应表示给定贸易投入后出口的最大值，它
是一个最优值，而通过引力模型回归得到的拟合值，实际上是最贴近现实贸易量的一个平
均值，因此引力模型测算的 “潜力”在内涵上与出口潜力的概念是冲突的。在引力模型分
析中，仅有部分易于测量的贸易阻力被纳入模型中，而多数不可观测的或者难以量化的因
素都被归于随机扰动项。Ｄｒｙｓｄａｌｅ和Ｇａｒｎａｕｔ（１９８２）认为这种做法会导致贸易潜力的估
计存在偏差。
采用随机前沿模型测算贸易潜力可以很好地克服采用引力模型的上述不足。贸易潜力表

示无贸易阻力情况下达到的最大可能贸易量，那些不可观测或难以量化的限制性因素都会被
非效率项所吸收。
在采用随机前沿模型测算贸易潜力与贸易效率的文献中，Ｄｒｙｓｄａｌｅ等 （２０００）借鉴随机

前沿生产函数的思想，率先将随机前沿模型引入中国贸易效率的分析中。随后，Ｗｕ
（２００３ｂ）运用随机前沿模型研究中国各省份的贸易潜力。此后，随机前沿模型被学者广泛
运用于中国贸易潜力与贸易效率的研究，如鲁晓东和连玉君 （２０１１）、龚静和尹忠明
（２０１６）、施炳展和李坤望 （２００９）、鲁晓东和赵奇伟 （２０１０）等的研究。
现有研究存在以下不足：第一，在中国出口增长推动力的选择上，现有文献主要从要素投

入、制度因素、贸易潜力与贸易效率等推动力中选择单一或者几个推动力来解释中国出口增
长，但鲜见文献将物质要素、非物质要素、贸易潜力与贸易效率等多种推动力纳入同一分析框
架对中国出口增长进行综合分析。第二，在研究时限上，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
至２１世纪初中国出口贸易的推动力分析，少有文献对改革开放以来至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以后中
国出口增长推动力的阶段性演进进行系统研究；在研究空间上，鲜见文献深入分析出口增长推
动力的地区分布差异，并揭示区域贸易发展差异的来源。第三，现有文献忽略污染排放和环境
损害可能是中国出口增长的推动力之一，难以揭示中国出口增长是否以牺牲环境为代价。
本文对中国出口增长推动力变量的选择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产出为中国出

口；投入要素分为两类：物质要素和非物质要素，前者包括资本、劳动和环境，后者为制度
安排；全要素生产率分为贸易潜力和贸易效率。
本文将环境损害视为中国出口增长可能的推动力之一，因而将其纳入物质要素投入，进

而将物质要素投入、非物质要素投入、贸易潜力与贸易效率置于同一个分析框架之中，采用
随机前沿模型及１９７８～２０１４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分析中国出口增长推动力的阶段性演进，
并考察出口增长推动力的地区分布差异，揭示区域贸易发展差异的来源，为中国贸易的可持
续发展提供政策建议。本文的贡献为：第一，在中国出口增长推动力的选择上，将物质要
素、非物质要素、贸易潜力与贸易效率纳入同一分析框架对中国出口增长进行综合分析。第
二，在研究时限上，对改革开放以来至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以后中国出口增长推动力的阶段性
演进进行系统研究；在研究空间上，深入分析出口增长推动力的地区分布差异，揭示区域贸
易发展差异的来源。第三，将环境因素纳入分析框架，将碳排放作为第三种物质要素投入，
从而揭示中国出口增长是否以牺牲环境为代价。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说明

１．随机前沿模型与出口增长分解
在随机前沿模型中，一个地区的出口贸易潜力往往被认为是在无贸易阻力情况下达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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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可能贸易量。一般而言，贸易潜力的变化主要取决于技术进步，如引进新技术、采用新
机器。技术进步能够推动贸易前沿向外扩张，实现出口的持续增长。同时，不同省份的贸易
潜力由于自身的特点而有所差别，因此，贸易潜力既取决于全国性的技术进步，也取决于各
省份自身的特点。
出口贸易的要素投入主要反映地区性特征，本文考虑两种要素投入，一种是物质要素投

入，包括资本、劳动、环境等；另一种是非物质要素投入，主要考虑包括市场化改革与对外
开放在内的制度因素。根据经典的国际贸易理论，出口主要取决于一国或地区的要素禀赋特
征，因此本文选取资本和劳动代表传统贸易理论中的要素投入。同时，基于对环境问题的大
量研究，人们已经普遍认同环境因素对经济发展的表现至关重要，通常比较一致地把能源消
耗所带来的污染物排放看作新的要素投入并在可持续增长中发挥作用。因此，本文将环境因
素纳入随机前沿分析框架，将碳排放作为第三种物质要素投入。除了物质要素投入之外，非
物质要素投入也是影响出口增长的重要推动力。市场化改革的深入与对外开放度的提高有利
于降低交易型、政策型、制度型等贸易成本。而交易型、政策型、制度型等贸易成本，是出
口商品价格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影响出口的内生变量，主要受中国市场化进程和对外开放进
程的影响。为此，本文主要利用包括市场化改革进程和对外开放度在内的制度因素来代表非
物质要素投入。
由于贸易阻力的存在，实际贸易量与最大可能贸易量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出口贸易效

率反映了实际贸易值与最大可能贸易值之间的差异程度。中国幅员辽阔、地广山多，客观上
造成了地区间交通运输与交流沟通的不便，因此基础设施的改善对贸易效率的影响不容忽
视。随着公路、铁路的建设以及电话普及率的提高，地区间的距离极大缩短，便利了经贸人
员的往来，加快了物质要素的流通，有效提高了贸易效率。因此，本文主要考虑基础设施对
贸易效率的影响。
综合上述分析，根据Ｂａｔｔｅｓｅ和Ｃｏｅｌｌｉ（１９９５）的模型，本文采用超越对数形式随机前

沿模型，如式 （１）所示：

ｌｎＥＸｉｔ＝β０＋∑
Ｎ

ｎ＝１βｎｌｎＸｎｉｔ＋
１
２∑

Ｎ

ｎ＝１βｎｎｌｎ
２　Ｘｎｉｔ＋βｔｔ＋

１
２βｔｔｔ

２

＋∑
Ｎ

ｎ＝１βｔｎｔｌｎＸｎｉｔ＋ｌｎＤｉ＋ｖｉｔ－ｕｉｔ

（１）

其中，ｖｉｔ～Ｎ （０，σ２ｖ）；贸易无效率方程为ｕｉｔ＝δ０＋∑
Ｈ

ｈ＝１
δｈＺｈｉｔ＋ｅｉｔ，ｅｉｔ～Ｎ （０，σ２ｕ）。

式 （１）中，ＥＸｉｔ为第ｉ个地区在第ｔ年的出口总额；Ｘｎｉｔ为第ｎ个影响出口的变量，包
括资本Ｋ，劳动力Ｌ和碳排放Ｃ三种物质要素，以及包括市场化改革与对外开放在内的制
度因素Ｉ；ｔ为表示贸易潜力变化的时间趋势变量；Ｄｉ为控制变量，用于衡量运输成本，表
示各个地区到沿海的距离；ｖｉｔ为随机误差项，服从标准正态分布；ｕｉｔ为贸易无效率项，且是
非负的，服从截断正态分布，ｖｉｔ与ｕｉｔ相互独立；Ｚｈｉｔ为影响出口贸易无效率的外生解释变
量，本文主要考虑电话普及率Ｚ１ 以及道路设施Ｚ２ 对中国贸易效率的影响。
将式 （１）对ｔ求导，出口增长率可做如式 （２）的分解，省略下标ｉｔ：

ＥＸ
ＥＸ＝

ｌｎＥＸ
ｔ ＝ｌｎｆ

（Ｘ，ｔ）
ｔ ＋∑

Ｎ

ｎ＝１

ｌｎｆ （Ｘ，ｔ）
ｌｎＸｎ

ｌｎＸｎ
Ｘｎ

ｄＸｎ
ｄｔ

－ｕｔ＝
ｌｎｆ （Ｘ，ｔ）

ｔ ＋∑
Ｎ

ｎ＝１
εｎ
Ｘｎ

Ｘｎ－
ｕ
ｔ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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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Ｘ／ＥＸ表示出口增长率。εｎ 为第ｎ个要素的出口弹性，Ｘｎ／Ｘｎ 表示第ｎ个要素的增长
率。式 （２）右端第一项衡量的是贸易潜力变化率，表示最大可能贸易量随时间的变化。其
中，出口贸易潜力的变化以及要素出口弹性可以计算如下：

ｇＴＰ＝ｌｎｆ
（Ｘ，ｔ）
ｔ ＝βｔ＋βｔｔｔ＋∑

Ｎ

ｎ＝１βｔｎｌｎＸｎｉｔ
（３）

εｎ＝βｎ＋βｎｎｌｎＸｎｉｔ＋βｔｎｔ （４）

出口贸易效率可以由存在贸易非效率时实际出口的期望值与完全效率时出口的期望值之

比来确定，即第ｉ个地区在第ｔ期的贸易效率可以被定义为：

ＴＥｉｔ＝
Ｅ （ＥＸｉｔ｜ｕｉｔ，Ｘｉｔ）
Ｅ （ＥＸｉｔ｜ｕｉｔ＝０，Ｘｉｔ）＝ｅｘｐ

（－ｕｉｔ）　　０≤ｅｘｐ （－ｕｉｔ）≤１ （５）

由式 （２）可以看出，出口增长率可以分解为三个部分：要素投入的贡献、贸易潜力的
变化和贸易效率的变化。结合式 （２）、式 （３）、式 （５），则由ｔ到ｔ＋１期的出口增长可做
如式 （６）的近似分解：

ｆ （Ｘｎ，ｔ＋１）ｔ＋１－ｆ （Ｘｎ，ｔ）ｔ
ｆ （Ｘｎ，ｔ）ｔ ≈∑

Ｎ

ｎ＝１

ｆ （Ｘｎ，ｔ＋１）ｔ－ｆ （Ｘｎ，ｔ）ｔ
ｆ （Ｘｎ，ｔ）ｔ ＋ｇＴＰ＋

ＴＥｔ＋１－ＴＥｔ
ＴＥｔ

（６）

式 （６）右端第一、二、三项分别表示要素投入、贸易潜力的变化与贸易效率的变化对
出口增长的贡献值。
由于随机前沿分析方法仅能近似得到出口增长来源的分解结果，对于无法得到单独归类

的余值部分，我们可以计算如下：

ｒｔ，ｔ＋１＝ｆ
（Ｘｎ，ｔ＋１）ｔ＋１－ｆ （Ｘｎ，ｔ）ｔ

ｆ （Ｘｎ，ｔ）ｔ －∑
Ｎ

ｎ＝１

ｆ （Ｘｎ，ｔ＋１）ｔ－ｆ （Ｘｎ，ｔ）ｔ
ｆ （Ｘｎ，ｔ）ｔ －ｇＴＰ－

ＴＥｔ＋１－ＴＥｔ
ＴＥｔ

（７）

一般情况下，出口增长率变动幅度越大，无法得到归因的部分越大，这在一定程度上还
会受到要素、贸易潜力与贸易效率构成比重的影响。具体的余值变动规律比较复杂，本文不
再讨论。同时，部分年份中无法归因部分的比重可能较大，因此，本文在分析中更多地注重
于总体趋势的分析。

２．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使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于 《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１９４９～２００８》《中国统计

年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１９５２～２００４》《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能源
统计年鉴》以及某些省份的统计年鉴等。为了保持研究口径的一致性，数据不包括统计
资料缺失较多的西藏，重庆并入四川。因此，本文的全部样本为１９７８～２０１４年中国２９
个省份的数据，按照传统的划分方法，将全国划分为东、中、西部三个地区①。具体数
据处理及变量设置如下：

（１）地区出口总额ＥＸ，用各省份货物出口总额以１９７８年不变价格计算得到的实际出
口总额来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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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三大地区划分如下：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
南１１个省份；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８个省份；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
西、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１０个省份。



（２）资本投入Ｋ，用永续盘存法计算得到各省份的固定资本存量来衡量。关于每年新
增投资额，与国内研究省份固定资本存量的两篇代表性文献张军等 （２００４）、单豪杰 （２００８）
一致，本文选用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作为总投资指标。对于投资品价格指数，主要参考张军等
（２００４）的方法，１９７８～１９９０年采用计算得到的投资隐含平减指数，１９９１年后采用 《中国统
计年鉴》公布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基期资本存量用各省份１９７８年的固定资本形成总
额除以１０％得到。关于折旧率的问题，张军等 （２００４）选择的折旧率为９．６％，单豪杰
（２００８）假设各省份的折旧率为１０．９６％，Ｗｕ （２００３ｂ）采用７％与４％的折旧率。不同的折
旧率水平对资本存量有较大的影响，本文将主要汇报采用折旧率为９．６％时的计算结果，同
时在稳健性检验部分选用其他三种折旧率时的计算结果。

（３）劳动投入Ｌ，用各省份历年第一、第二产业的总就业人数来衡量。
（４）碳排放Ｃ。二氧化碳排放作为能源消耗带来的主要污染物，是 “温室效应”的主要

诱因，其排放量成为人们关注环境问题的重点。本文将污染排放物二氧化碳作为一种未支付
的环境投入要素纳入模型，由此进行绿色出口增长分析。由于中国统计机构并没有直接公布
二氧化碳排放数据，本文需对二氧化碳排放量进行估算。煤炭、石油和天然气是中国广泛使
用的化石能源，本文主要考虑这三种能源所对应的碳排放量，参考ＩＰＣＣ （２００６）、国家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 （２００３）的方法，通过相关计算公式估算各省份二氧化碳排放量，
其中三种能源的二氧化碳排放系数参照李锴和齐绍洲 （２０１１）的计算结果。

（５）制度因素Ｉ。目前国内外学者已经从制度因素对贸易理论进行了一定的研究，但
是，总的来看，仍旧存在制度指标难以量化的问题，已有文献对制度的度量尚未达成共识。
关于制度因素本文将综合考虑市场化改革与对外开放两方面。对于市场化改革来说，樊纲等
人从２０００年起陆续编制发表了中国逐年分省份的市场化指数，但是该指数仅从１９９７年开始
编制，缺乏早期数据，因此本文选用被学者广泛使用的非国有经济发展状况这一指标来近似
替代市场化程度 （吴延瑞，２００８；王志平，２０１０；王小鲁等，２００９）。该指标主要包括两方
面内容：非国有经济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例以及非国有经济就业人数占城镇总就业人数的
比例。由于统计年鉴工业数据统计口径存在不一致和不连续的问题 （全国工业企业统计范围
在一些年份有所调整），本文借鉴陈诗一 （２０１１）的方法对数据进行相应的调整。对于对外
开放进程来说，虽然已经有大量文献就对外开放度测度进行研究，但至今没有对外开放度的
一个比较公认的定义。一般而言，对外开放度有两种测度方法：一种是直接测度法，就对外
开放相关政策进行测度，如关税、非关税壁垒等；另一种是结果测度法，通过反映一国参与
全球化、一体化程度的指标如贸易流量、资本流量、价格趋同等来反推对外开放度 （周茂荣
和张子杰，２００９）。其中，采用较多的是结果测度法，本文也采用该方法。关于指标内容方
面，国际贸易、国际金融两个方面是学者们比较公认可以反映对外开放度的内容。因此，
本文选择进出口总额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以及外商直接投资与对外直接投资之和占地区

生产总值的比重两方面来衡量对外开放程度，为避免内生性问题，前者数据滞后一期。制
度因素即主要由市场化程度指标的两方面内容与对外开放度指标的两方面内容共四项内容

来衡量。
（６）基础设施包括电话Ｚ１ 和交通道路Ｚ２，分别用电话普及率以及每平方公里土地上铁

路营业里程与公路里程之和来表示。
（７）运输成本Ｄ，用各省份省会城市到最近港口的地理距离来衡量，数据源于谷歌

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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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估计结果与分析

１．模型估计结果
本文使用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４．１软件，用极大似然估计法对上述超越对数形式随机前沿模型进行

回归，具体结果如表１所示。

表１ 随机前沿模型估计结果

解释变量 系　数 ｔ比率 解释变量 系　数 ｔ比率

常数项一 －１．９５１１＊＊ －２．２３６５ ｌｎＩ×ｌｎＩ －０．０８７７ －１．５２０２

ｌｎＫ　 ０．６１１２＊＊ ２．５２７２　 ｔ×ｌｎＩ　 ０．０１１９＊＊＊ ２．８４３８

ｌｎＬ　 １．０７２４＊＊＊ ３．６８５４　 ｔ×ｔ －０．００１６＊＊ －２．４１９７

ｌｎＣ　 ０．７２７９＊＊＊ ３．９９７３ ｌｎＤ －０．０８０６＊＊＊ －６．６１８４

ｌｎＩ　 １．６０５１＊＊＊ ９．８４６２ 无效率方程

ｔ －０．２１１１＊＊＊ －９．５４２７ 常数项二 －２．７７１１＊＊ －２．４９９７

ｌｎＫ×ｌｎＫ －０．１７０２＊＊＊ －３．７６４４　 Ｚ１ －０．０１５１＊＊＊ －１０．１１２４

ｔ×ｌｎＫ　 ０．０３３８＊＊＊ ６．１７４５　 Ｚ２ －１２．８７７７＊＊＊ －７．０９４５

ｌｎＬ×ｌｎＬ －０．１２１１＊＊＊ －２．８０７２ σ２　 １．７６０５＊＊＊ ３．９２７４

ｔ×ｌｎＬ　 ０．００４７＊＊ １．９９８５ γ ０．９２４５＊＊＊ ４１．０５８８

ｌｎＣ×ｌｎＣ －０．０２２７ －０．６８５１ 对数似然函数值 －７４０．３６

ｔ×ｌｎＣ －０．００４２ －１．１０６０ 单边偏误似然比 ８５．７８

　　注：＊、＊＊、＊＊＊分别表示在１０％、５％、１％的水平下显著。

从表１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模型中２１个系数只有３个在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不显
著，其余变量的解释能力都比较强，且符合经济现实。同时，交互项的系数基本都比较显
著，说明同期内各省份的要素出口弹性存在着明显的地区差异，本文考察出口增长推动力的
地区分布差异是有意义的。γ值接近于１，且非常显著，说明中国的出口贸易中存在着普遍
的无效率现象。同时单边偏误似然比较大，且通过了显著性水平为１％的检验，表明随机误
差项服从混合卡方分布。综上，本文选用超越对数形式的随机前沿模型分析中国出口贸易增
长推动力是合理且可靠的。
在无效率方程估计中，电话普及率以及道路设施的系数估计值都显著为负，说明公路、

铁路的建设以及电话普及率的提高有助于中国各省份贸易效率的改善。

２．中国出口增长推动力的阶段性演进
为揭示中国出口增长推动力在各阶段的动态变化，采用前文所述的出口增长率的分解方

法以及随机前沿模型的估计结果，计算１９７８～２０１４年各推动力对全国出口增长的贡献值①。
另外，１９７８年以来，中国出口增长呈现出明显的波动性特征，主要受以下几个标志性事件
的影响：１９９４年外贸体制改革与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取得重大进展，人民币官方汇率和外汇
市场调剂汇率并轨，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对中国对
外贸易发展影响深远；２００１年底中国加入 ＷＴＯ，国际贸易条件和环境得到明显改善，改革
开放从政策层面上升到体制层面，中国经济越来越 “外向化”；２００８年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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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贡献值为各推动力的绝对贡献。贡献份额为各推动力的相对贡献，等于各推动力的贡献值与出口增长率之比。

由于贡献值可以直接体现推动力对出口增长的促进或者阻碍作用，因此本文以讨论推动力贡献值为主。



击，中国出口贸易增速明显下降。基于此，为考察出口增长推动力的阶段性变化，本文在时
间上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口贸易的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１９７８～１９９５年为计划经济向市
场经济转化的经济转型期，１９９５～２００１年为中国加入 ＷＴＯ的 “入世”准备期，２００１～
２００７年为中国加入 ＷＴＯ之后的 “入世”增长期，２００７～２０１４年为中国驱动全球经济增长
的全球引擎期，从而揭示不同阶段出口增长的推动力及其转换，具体计算结果如表２所示。

表２ 全国出口增长率及其来源分解 （单位：％）

　　　变量
年份　　　

出口

增长率

贸易

潜力

贸易

效率

物质

要素

物质要素

劳动 资本 碳排放

制度

因素

１９７８～２０１４　 １３．９５ －０．８３　 ０．５２　 ４．６４　 １．２３　 ０．２９　 ３．１２　 ７．１８

１９７８～１９９５　 １５．７３ －３．１３　 ０．４０　 ３．５４ －０．３７　 ０．４７　 ３．４４　 １１．４８

１９７８～１９７９　 １５．６７ －３．９７　 ３．２２　 ３．５２ －０．３２　 ０．４３　 ３．４１　 ３．９５

１９７９～１９８０　 １４．７４ －４．０３　 ３．２０　 ３．３６ －０．３８　 ０．６３　 ３．１１　 ８．３７

１９８０～１９８１　 ２４．１１ －４．１１　 ６．５４　 ２．０３ －０．２５　 ０．６９　 １．５９　 ６．００

１９８１～１９８２　 １４．７２ －４．０８ －０．５９　 ２．３６ －０．７３　 ０．６７　 ２．４２　 ９．４２

１９８２～１９８３　 １４．００ －４．０５　 １．３７　 ５．１７ －０．８２　 ０．８５　 ５．１４　 ６．８８

１９８３～１９８４　 ２９．３８ －３．８５　 ３．４３　 ３．０５ －１．０３　 ０．０７　 ４．０１　 ２２．７８

１９８４～１９８５ －１７．０１ －３．５９ －８．３７　 ３．３５ －１．２４　 ０．５４　 ４．０５　 １７．３９

１９８５～１９８６　 １５．７９ －３．３７　 ０．０４　 ５．１７ －１．１０　 ０．４６　 ５．８１　 １０．８５

１９８６～１９８７　 ２６．０８ －３．１４　 １．８４　 ３．７６ －０．９４　 ０．４６　 ４．２４　 １０．９６

１９８７～１９８８ －２．１１ －２．９４ －３．０１　 ３．７６ －０．７２　 ０．５９　 ３．８９　 ６．６３

１９８８～１９８９ －５．７６ －２．８７ －３．３５　 ２．４３ －０．３４　 ０．４３　 ２．３４　 １．６８

１９８９～１９９０　 ４６．６２ －２．７６　 １０．３７　 １．８８ －０．１８　 １．２３　 ０．８３　 ３．５５

１９９０～１９９１　 ２２．４０ －２．６０　 ０．４０　 １．４８ －０．０３　 ０．６３　 ０．８８　 １２．８４

１９９１～１９９２　 １４．７９ －２．４０ －２．０７　 ５．６９　 ０．１４　 ０．２０　 ５．３５　 １７．８３

１９９２～１９９３ －３．３９ －２．１５ －６．６９　 ４．８０　 ０．３４　 ０．０８　 ４．３８　 １５．３６

１９９３～１９９４　 ５６．７１ －１．８７　 ８．７７　 ４．０８　 ０．５５ －０．１６　 ３．６９　 １６．０８

１９９４～１９９５　 ０．７４ －１．４８ －８．３０　 ４．４０　 ０．７７　 ０．２７　 ３．３６　 ２４．５６

１９９５～２００１　 ９．１４ －０．６３　 １．１９　 ２．２６　 １．２８　 ０．０７　 ０．９１　 ３．６２

１９９５～１９９６ －３．６５ －１．２３ －２．２０　 ３．７３　 ０．９１　 ０．５７　 ２．２５　 ２．６１

１９９６～１９９７　 １６．０４ －０．９８　 ５．００ －０．１６　 １．０５　 ０．０１ －１．２２　 ２．０５

１９９７～１９９８　 １．９４ －０．７０ －１．５４　 ０．９９　 １．２５ －０．２１ －０．０５　 ８．０１

１９９８～１９９９　 ６．７１ －０．４９　 ２．２５　 ０．１６　 １．３３ －０．１２ －１．０５ －０．９０

１９９９～２０００　 ２６．６９ －０．３１　 ４．６９　 ４．１７　 １．４７　 ０．２５　 ２．４５　 ０．５５

２０００～２００１　 ７．１２ －０．０８ －１．０５　 ４．６０　 １．６４ －０．０９　 ３．０５　 ９．３７

２００１～２００７　 ２４．９９　 ０．９２　 １．４７　 ８．８６　 ２．８５　 ０．１０　 ５．９１　 ６．８９

２００１～２００２　 ２３．５６　 ０．１４　 ２．９８　 ６．１６　 １．９３ －０．０８　 ４．３１　 ４．９８

２００２～２００３　 ３３．１０　 ０．４１　 ２．２１　 ９．９５　 ２．４２　 ０．２１　 ７．３２　 ８．４１

２００３～２００４　 ３１．３３　 ０．７２　 １．２７　 １０．１１　 ２．７６　 ０．１６　 ７．１９　 １０．０７

２００４～２００５　 ２４．８２　 １．０６　 ０．３８　 １１．１３　 ３．１６　 ０．１５　 ７．８２　 ８．３２

·５１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口增长推动力的阶段性演进及地区分布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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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变量
年份　　　

出口

增长率

贸易

潜力

贸易

效率

物质

要素

物质要素

劳动 资本 碳排放

制度

因素

２００５～２００６　 ２１．９４　 １．４１　 １．６４　 ８．１１　 ３．３７ －０．０８　 ４．８２　 ４．０６

２００６～２００７　 １５．２３　 １．７８　 ０．３２　 ７．７１　 ３．４７　 ０．２３　 ４．０１　 ５．５０

２００７～２０１４　 ４．２５　 ３．０９ －０．６０　 ５．７２　 ３．６８　 ０．１９　 １．８５　 ０．０２

２００７～２００８　 １．９３　 ２．１２ －０．４５　 ５．６９　 ３．５２　 ０．１１　 ２．０６ －０．０５

２００８～２００９ －１６．６８　 ２．４９ －４．０８　 ６．３９　 ３．８７　 ０．６０　 １．９２ －０．７６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　 ２６．２３　 ２．７７　 ２．５２　 ７．６５　 ３．９０　 ０．３１　 ３．４４ －７．８２

２０１０～２０１１　 ９．２３　 ３．１１ －０．９６　 ８．７４　 ３．７９　 ０．３５　 ４．６０　 ４．７２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　 ２．８０　 ３．４２ －０．５１　 ４．５７　 ３．７３ －０．０１　 ０．８５　 ０．４４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　 ３．１７　 ３．７３ －０．３３　 ３．３６　 ３．６３　 ０．０６ －０．３３　 ２．２６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３．０８　 ３．９７ －０．３８　 ３．６４　 ３．３６ －０．１２　 ０．４０　 １．３６

　　注：出口增长率是由各省份的出口总额加总之后计算得到。

物质要素、制度因素、贸易潜力及贸易效率等四种推动力在各阶段对中国出口增长的贡
献如图１所示。

图１　四种动力在各个阶段对中国出口增长的贡献值

从整体上看，１９７８～２０１４年中国出口贸易的年均增长率为１３．９５％，贸易潜力、贸易效
率、物质要素投入以及制度因素的年均贡献值分别为－０．８３％、０．５２％、４．６４％和７．１８％，
其中物质要素投入中资本、劳动、碳排放的年均贡献值分别为１．２３％、０．２９％、３．１２％。
可见，１９７８年以来，市场化改革与对外开放的深入发展、物质要素投入的增加尤其以牺牲
资源环境为代价，构成中国出口增长的主要来源。
在１９７８～１９９５年的经济转型期，改革开放处于初试、试点与探索阶段，关于改革的争论

以及经济转型中的矛盾使得出口增长率呈现出明显的波动趋势，在部分年份甚至为负值。在此
阶段，制度因素是中国出口增长的首要推动力，同时，以碳排放为主的物质要素投入的贡献也
比较显著，说明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依靠政策引导以及低廉的要素成本优势顺利地进入国际市

·６１１·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７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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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从各推动力的变化趋势来看，贸易潜力的贡献值为负，但是负向贡献在不断缩小。同时，
资本的贡献值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也为负，整体上呈现出先减后增的趋势，在１９９１～１９９２年变
负为正。这表明，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技术水平比较落后，资本积累薄弱，技术与资本稀缺
成为制约出口贸易发展的重要因素。贸易效率的年均贡献影响有限，但是其变动与出口增长的
变动具有相同的波动趋势，呈现 “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典型特征，因此在少数出口增长出
现极值的年份，贸易效率的贡献值较高，甚至超过了制度因素的贡献值。劳动投入的贡献值较
小，在０．５％的水平上浮动。碳排放作为出口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之一，其贡献值整体上呈现两
轮先增后减的趋势，尤其是在１９８９～１９９１年，贡献值更是下降到１％以下。制度因素作为本阶
段的首要推动力，在１９７８～１９８７年，其贡献值整体上呈现出上升趋势。为应对１９８６～１９８８年
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中国开始整顿经济秩序，受其影响，在１９８８～１９８９年制度因素的贡献出
现明显下降，甚至低于要素投入的贡献。随后，制度因素的影响力有所回升。
在１９９５～２００１年的 “入世”准备期，中国外贸体制改革与外汇体制改革取得重大进展，

中国对外贸易发展进入新阶段。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此阶段中国的年均出口增长率及制
度因素的影响力有所下降，出口增长由此前制度因素推动为主转变为制度因素、物质要素投
入协同推动，但制度因素的年均贡献稍高于物质要素投入。从推动力的变化趋势来看，贸易
潜力的负向贡献继续逐步缩小。贸易效率的年均贡献值超过１％，影响力有所上升。资本的贡
献值继续持续上升，年均贡献值也超过１％。劳动投入对出口增长的贡献依旧较小，年均贡献
不足０．１％，受亚洲金融危机带来的就业冲击，其贡献值一度降为负值。碳排放的贡献值继续
下降，但是在１９９９年之后有所回升。由于外汇体制改革初期带来一定的不稳定性，以及受亚
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对外开放进程遭受一定的冲击，因此，此阶段制度因素的贡献值有较
大幅度下降，尤其是在１９９８～１９９９年间更是降为负值，不过在２０００年之后有所回升。
在２００１～２００７年的 “入世”增长期，随着中国加入 ＷＴＯ，中国外贸环境日益改善，出

口贸易得以迅速发展，年均出口增长率大幅度提高，但是整体上呈现出先增后减的趋势。随着
中国经济越来越 “外向化”，以碳排放为主的物质要素投入成为中国出口增长的首要推动力，
同时，制度因素的影响力也不容忽视。从各推动力的变化趋势来看，贸易潜力的重要性持续增
强，其贡献值在此阶段变为正值，年均贡献值接近１％。贸易效率的贡献值整体呈现下降趋
势，此阶段的波动趋势并没有与出口增长率的波动趋势保持一致。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政府
利用不断增长的财政能力直接参与扩大投资，使得资本对出口增长的贡献值逐渐提升。劳动的
贡献微乎其微，虽然近年来随着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劳动的边际产出逐年提升，但是因为劳动
投入采用从业人员这一指标，从就业数量来看，由于受到人口更新换代速度的客观限制，使得
劳动投入数量的变化幅度并不明显，从而影响了劳动要素对出口增长的贡献。随着经济与贸易
的飞速发展，能源消费量持续上升，国内高耗能产业的发展和扩张带来了大量的环境污染和温
室气体排放，碳排放的影响力迅速提升，年均贡献值接近６％，表明此阶段中国以牺牲资源环
境为代价实现出口快速增长，其贡献值呈现先增后减的趋势。制度因素作为主要动力之一，年
均贡献值较上一阶段有所提高，但是贡献份额继续下降，其贡献值也呈现先增后减的趋势。
在２００７～２０１４年的全球引擎期，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的贸易环境恶化，出口

贸易面临困境，尤其在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出口贸易出现断崖式下降，出口增长率降为

－１６．６８％，随后一年有短暂恢复，但是好景不长，２０１１年之后出现持续低迷态势。在此阶
段，物质要素投入依旧是出口增长的首要推动力，但是资本取代碳排放成为物质要素投入中
的最主要因素，同时，贸易潜力取代制度因素上升成为第二推动力。从各推动力的变化趋势

·７１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口增长推动力的阶段性演进及地区分布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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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看，贸易潜力的贡献持续上升，年均贡献值达到３％。随着贸易潜力的扩张，实际贸易量
与最大可能贸易量之间的差距逐渐拉大，贸易效率的贡献值随出口增长的大幅度下降而显著
降低，年均贡献值更是降为负值。资本的贡献值在此阶段并未出现明显波动，但是影响力显
著增强，年均贡献值较上一阶段有所提升，达到３．６８％，表明中国政府应对金融危机的４
万亿元投资资金及由其带动的１０万亿元信贷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中国的出口。劳动的贡献
值在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有一定的上升，随后逐年下降，影响力仍旧不显著。随着经济增速的放
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日益突出，因此开始调整经济结构，化解产能过剩。受此影响，碳排
放的贡献值相较上一阶段明显下降，呈现先增后减的态势，但是对出口的影响力仍旧不容忽
视。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经济衰退，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为了缓解国际竞争加剧、危
机加深及产业转移等带来的压力，纷纷加大力度设置绿色、技术等贸易壁垒，频繁发起对中
国的反倾销、反补贴调查，导致中国贸易成本显著增加、国际市场竞争力明显削弱、外贸环
境进一步恶化。同时外部风险向宏观层面渗透，严重阻碍了中国市场化与对外开放进程以及
经济的协调发展。因此，制度因素在金融危机爆发初期的贡献值出现大幅度下降，甚至降为
负值，２０１１年后有所缓解，但是影响力有限。

３．中国出口增长推动力的地区分布差异
本文在空间上将中国划分为三大地区：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从而研究不同地区出口

增长的不同模式，表３展示了各阶段各地区的出口增长率以及各推动力对出口增长的贡献值。

表３ 地区出口增长率及其来源分解 （单位：％）

　　　变量
年份　　　

东部

出口

增长率

贸易

潜力

贸易

效率

物质

要素

物质要素

资本 劳动 碳排放

制度

因素

１９７８～２０１４　 １３．８３　 ０．５８　 ０．４９　 ３．７４　 ０．３３　 ０．２９　 ３．１２　 ６．５６
１９７８～１９９５　 １５．２７ －１．８９　 ０．４７　 ２．９６ －１．０１　 ０．４２　 ３．５５　 １０．８０
１９９５～２００１　 １０．１９　 １．０６　 １．１２　 １．５３　 ０．３９ －０．１５　 １．２９　 ３．６８
２００１～２００７　 ２５．０２　 ２．６１　 １．２９　 ７．８７　 １．６５　 ０．４０　 ５．８２　 ６．６８
２００７～２０１４　 ３．８２　 ４．４６ －０．６９　 ３．９４　 ２．４１　 ０．２３　 １．３０ －１．３９

　　　变量
年份　　　

中部

出口

增长率

贸易

潜力

贸易

效率

物质

要素

物质要素

资本 劳动 碳排放

制度

因素

１９７８～２０１４　 １７．９１ －１．１２　 １．２２　 ４．６０　 １．５８　 ０．２６　 ２．７６　 ８．６８
１９７８～１９９５　 ２２．６３ －２．７５　 ０．９０　 ３．４７ －０．２４　 ０．４４　 ３．２７　 １３．０１
１９９５～２００１　 ３．６７ －１．６２　 １．３３　 １．９９　 １．６５　 ０．１１　 ０．２３　 ２．２０
２００１～２００７　 ２４．３１ －０．２２　 ３．５４　 ８．８５　 ３．３７　 ０．００　 ５．４８　 ６．３８
２００７～２０１４　 １３．１４　 ２．５０ －０．０８　 ５．９２　 ４．４０　 ０．１７　 １．３５　 ５．６８

　　　变量
年份　　　

西部

出口

增长率

贸易

潜力

贸易

效率

物质

要素

物质要素

资本 劳动 碳排放

制度

因素

１９７８～２０１４　 １８．２９ －２．５３　 １．００　 ６．３５　 ２．４７　 ０．３２　 ３．５６　 ９．０４
１９７８～１９９５　 ２１．３７ －３．８７　 ０．７４　 ４．２９　 ０．２０　 ０．５８　 ３．５１　 １３．４４
１９９５～２００１　 ２．４５ －３．４１　 ０．０８　 ３．３７　 ２．３６　 ０．３４　 ０．６７　 ３．０８
２００１～２００７　 ２５．７８ －１．８４　 ３．３４　 １１．５０　 ４．９７ －０．２２　 ６．７５　 ６．９２
２００７～２０１４　 １７．９８　 ０．８７　 ０．４２　 ９．４６　 ５．９４　 ０．１２　 ３．４０　 ５．２５

　　注：出口增长率是由各地区各省份的出口总额加总之后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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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整体上看，１９７８～２０１４年，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出口贸易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

１３．８３％、１７．９１％、１８．２９％，显然中西部地区出口增长率高于东部地区，这主要是因为中
西部地区的初始出口贸易总额比较低，在政策刺激与低要素成本的双重作用下，在短期内实
现了较为快速的增长。从各推动力的贡献来看，与全国的情况相似，制度因素以及物质要素
投入尤其是碳排放构成地区出口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但是各地区又略有差异。
在１９７８～１９９５年的经济转型期，制度因素是各地区出口增长的首要推动力，同时物质

要素投入的重要性也不容忽视。其中，东部地区资本的负向贡献比较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
以及全国平均水平。在１９９５～２００１年的 “入世”准备期，制度因素、物质要素投入共同推
动各地区出口贸易的发展。具体来看，东部地区制度因素的作用高于物质要素投入，中部地
区制度因素与物质要素投入的作用比较平衡，而西部地区物质要素投入的作用略高于制度因
素。其中，中西部地区资本的贡献依旧高于东部地区，亚洲金融危机带来的就业冲击对外向
型经济更加突出的东部地区的影响较大，导致东部地区的劳动贡献降为负值。同时，东部地
区贸易潜力的贡献转为正值，高于中西部地区及全国平均水平。在２００１～２００７年的 “入世”
增长期，物质要素投入成为推动各地区出口增长的主导力量，同时，制度因素的影响力也不
可小觑。物质要素投入中，东部地区碳排放的作用显著高于资本投入，而中西部地区二者的
作用相对比较均衡。同时，在经济利益的诱导下，此阶段大量中西部地区劳动力向东部发达
地区迁移，因此，中西部地区劳动力的贡献出现下降，尤其是西部地区更是降为负值。另
外，地区间资本投入与贸易潜力的贡献差异与上一阶段保持一致。在２００７～２０１４年的全球
引擎期，各地区出口增长推动力存在明显差异。东部地区贸易潜力取代物质要素投入成为出
口发展的首要推动力，同时物质要素投入的贡献也很显著，但是制度因素的贡献降为负值。
中部地区物质要素投入与制度因素较为平衡地推动出口贸易发展，同时贸易潜力的作用也不
容忽视。而西部地区物质要素投入为主、制度因素为辅推动出口增长，贸易潜力的贡献不
显著。
综合上述分析，从各推动力的推动作用来看，贸易潜力、资本与制度因素的三重差异是

造成地区间出口动力差距的主要来源。首先，东部地区贸易潜力对出口增长的贡献明显高于
中西部地区，各地区技术水平和研发创新资源的禀赋呈现不平衡的发展态势。这主要是因为
东部地区创新要素的分布明显要高于中西部地区，从研发强度①与人力资本水平来看，东部
地区的研发强度由１９８６年的１．３３％上升到２０１４年的２．４３％，而中西部地区则分别由１９８６年
的０．６８％与１．４２％变为２０１４年的１．３５％与１．１４％，远低于东部地区。东部地区的平均受教育
年限由１９８９年的６．４６年上升到２０１３年的９．４１年，而中西部地区则分别由１９８９年的６．３３年
与５．７６年上升到２０１３年的９．０５年与８．５２年，尤其是西部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要远低于东部
地区。其次，中西部地区尤其是西部地区资本对于出口的推动作用显著高于东部地区。东部地
区凭借地缘优势与投资倾斜，资本积累基础良好，而中西部地区资金相对缺乏，导致中西部地
区的资本出口弹性高于东部地区，而各地区资本存量的年均增长率差别不大，由此造成了中西
部地区资本的影响力高于东部地区。最后，２００８年以来，中西部地区制度因素的作用比较显
著，而东部地区的贡献为负值，远远低于中西部地区。从成因来看，国际金融危机对外贸依存
度高的东部地区的冲击最为明显，在全球范围内新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且呈现加速发展的趋势
下，东部地区的对外开放进程与市场化改革陷入困境。而近年来持续的产业转移使中西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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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业生产获得迅速发展，有效地增强了其抵御风险的能力，从而金融危机对中西部地区市场
化与对外开放进程的影响相对较小，因此，中西部地区制度因素仍能发挥比较显著的作用。

４．稳健性检验
正如前文所言，选择不同的折旧率对资本存量水平有较大的影响。为了考察不同折

旧率对中国出口增长来源的影响，本文同时测算了在４％、７％与１０．９６％三种折旧率水
平下不同要素对出口增长的贡献情况。结果发现，除了资本积累与贸易潜力外，不同的
折旧率对其他因素的贡献值基本没有影响。如图２所示，在不同的折旧率下，资本贡献值
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在２００１年之前，折旧率对资本贡献值的影响相对较大，但是浮动
区间最大不超过１．２％，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同折旧率下资本贡献值的差别在逐渐收
敛。如图３所示，在不同折旧率下，贸易潜力贡献值的变化趋势保持一致，在改革开放初
期以及２００８年之后，不同的折旧率对贸易潜力贡献值产生了轻微影响，而在其他年份
里，贸易潜力贡献值对折旧率的高低并不敏感。从上述结果来看，本文测算的结果较为
稳健。

图２　不同折旧率下资本的贡献值

图３　不同折旧率下贸易潜力的贡献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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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与政策含义

本文采用超越对数形式的随机前沿模型，就１９７８～２０１４年物质要素投入、制度因素、
贸易潜力与贸易效率对中国出口增长的贡献情况进行测算，深入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
口增长推动力的阶段性演进及地区分布差异，得到以下结论：
从整体上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口增长的推动力转换大体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在

１９７８～１９９５年经济转型期，市场化改革与对外开放的深入发展是中国出口增长的首要推动
力，同时，以碳排放为主的物质要素投入的贡献也比较显著。在１９９５～２００１年 “入世”准
备期，出口增长由制度因素推动为主转变为制度因素、物质要素投入协同推动。在２００１～
２００７年 “入世”增长期，随着中国加入 ＷＴＯ，以碳排放为主的物质要素投入成为中国出口
增长的首要来源，同时，制度因素的影响力也不容忽视。在２００７～２０１４年全球引擎期，以
资本投入为主的物质要素投入协同贸易潜力开始主导中国出口贸易的发展。
从地区分布上看，与全国的情况相似，制度因素以及物质要素投入尤其是碳排放构成地

区出口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但是地区间存在一定的差异。从各推动力的推动作用来看，贸易
潜力、资本与制度因素的三重差异是造成地区间出口推动力机制差距的主要来源。本文的计
算结果显示，东部地区贸易潜力对出口增长的贡献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各地区技术水平和
研发创新资源的禀赋呈现不平衡的发展态势。中西部地区尤其是西部地区资本对于出口的推
动作用显著高于东部地区。另外，２００８年以来，中西部地区制度因素的作用比较显著，而
东部地区的贡献为负值，远远低于中西部地区。
由于投入成本长期以来被人为压低，中国出口贸易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长期固化于

低成本、低价格与庞大生产能力带来的规模经济，面对劳动、资源与环境成本的快速上升以
及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出口贸易发展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为此，我们对中国未来的出
口贸易发展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加强环境管理，继续限制 “两高一资”产品①出口。中国出口贸易中负载大量的能

源消耗和碳排放，在推动国内高耗能产业发展和扩张的同时，还带来了大量的环境污染和温室
气体排放，严重制约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步伐。对此，要继续采取措施限制 “两高一资”产品出
口，控制 “两高一资”项目和产能过剩行业的过快增长，鼓励 “两高一资”产品的进口，变贸
易过程中的环境资源 “逆差”为 “顺差”。同时，要加强环境管理，完善环保法规与标准，加
大环境执法力度，摒弃 “重增长，轻环保”的传统思想，变环保 “软约束”为 “硬约束”。
第二，进一步深化市场化改革，提高开放水平。经济制度可以促进或阻碍对外贸易的发

展，１９７８年以来，中国改革开放经历了一个逐步完善的发展过程，显著促进了出口贸易的
发展。但是，目前中国经济制度质量的总体水平还比较低，且容易受外部冲击的影响，随着
制度红利的逐步消耗，制度因素对出口增长的贡献正在逐渐弱化。这就需要进一步深化经济
体制改革，提高经济制度质量的总体水平；推进包括放宽市场投资准入、加快自由贸易区建
设、扩大内陆沿边开放等在内的体制机制改革；完善市场准入和监管、产权保护、信用体系
等方面的法律制度，着力营造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充分发挥 “一带一路”“长三角”
“珠三角”等发展优势，进一步扩大区域开放。
第三，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促进出口贸易结构优化升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主要依靠

·１２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口增长推动力的阶段性演进及地区分布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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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两高一资”产品指高污染、高能耗与资源性产品。



低成本优势参与国际分工，逐步嵌入全球制造业价值链的加工环节，推动了工业化进程，并成长
为世界制造中心。但由于出口产品科技含量和附加值比较低，中国企业大多处于全球价值链低
端。为此，必须以创新驱动为动力，坚持巩固传统优势，加快培育竞争新优势，发挥企业主体作用，
加强产业链分工合作，增强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加快国际高端人才的引进，以提升中国人力资本
结构，从而提高先进技术的开发和驾驭能力，从根本上推动出口产品技术结构和竞争能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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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口增长推动力的阶段性演进及地区分布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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